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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酸性红壤区长期秸秆炭化还田的土壤固碳效应差异* 

杨  馨1，2，徐灵颖1，3，夏龙龙1，3，赵  旭1，3† 
（1. 江苏常熟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1135；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 中

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学院，南京 211135） 

摘  要：将农田秸秆转化为生物质炭还田作为南方酸性红壤区土壤改良与固碳减排的潜在途径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依托

2011 年 6 月建立的水稻–小麦水旱轮作与谷子–小麦旱旱轮作土柱试验，利用 13C 固态核磁共振技术分析长期秸秆生物质炭施

加（BC0，每季 0 t·hm–2；BC11.3，每季 11.3 t·hm–2）下第四纪红黏土与第三纪红砂壤母质发育的两种水稻土（QP、TP）与

旱地土（QU、TU）的有机碳数量和化学组成的变化，以期明确酸性红壤区上秸秆炭化还田在不同土壤中的固碳效应差异。

结果表明：（1）土壤质地、水旱利用方式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秸秆生物质炭处理下的土壤有机碳密度。与 BC0 相

比，BC11.3 处理 11 年后相同利用方式下偏黏质土 0～20 cm 土壤有机碳密度增幅（QP，25.22 kg·m–2；QU，8.07 kg·m–2）高

于砂质土（TP，8.67 kg·m–2；TU，7.58 kg·m–2），水稻土高于旱地土。（2）相同利用方式下，不同质地的土壤有机碳各官

能团组分含量均无明显差异；水旱利用方式的变化显著影响土壤有机碳稳定性，水稻土的烷基碳和烷氧碳比例高于旱地

土，而芳香碳的比例低于旱地土。旱地土存留有机碳稳定性更高。（3）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 pH、容重、田间持水量、

总孔隙度和粉粒含量是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疏水性指数和芳香度的主要因素。综上，南方酸性红壤区长期秸秆炭

化还田后偏黏质土壤有机碳固存量高于砂质土壤，但长期稳定性无差异；水稻土有机碳固存量大于旱地，但土壤有机碳

稳定性低于旱地土。 

关键词：生物质炭；土壤质地；耕作管理；土壤固碳；有机碳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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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straw into biochar and then returning it to the field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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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s a potential pathway for soil improvement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southern acidic red soil area. 【Method】 Relying on soil column experiments of rice-wheat paddy-upland rotation and 

millet-wheat upland-upland rotation established in June 2011, the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organic 

carbon in paddy soils (QP and TP) and upland soils (QU and TU) developed from Quaternary red clay and Tertiary red sandstone 

soils under long-term straw biochar application (BC0, 0 t·hm–2 per season; BC11.3, 11.3 t·hm–2 per season) were analyzed. We 

used 13C solid-state NMR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different acidic red 

soils.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oil texture, land use type, and their interac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oil organic 

carbon density under biocha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BC0, under the same land use pattern, the increase in soil organic carbon 

density from 0-20cm was higher in partial clayey soils (QP, 25.22 kg·m–2; QU, 8.07 kg·m–2 ) than sandy soils (TP, 8.67 kg·m–2; 

TU, 7.58 kg·m–2 ), and higher in paddy soils than upland soils after 11 years of BC11.3 treatment. (2) Under the same land use 

patter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s of each functional group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ith different textures. 

The change in the utilization pattern of paddy and upl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oil organic carbon stability. The proportions of 

alkyl carbon and O-alkyl carbon in paddy soil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pland soil, and the proportion of aromatic carbo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upland soil. Also, the stability of retained organic carbon in upland soil was higher. 【Conclusion】 We 

observed that the organic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of partial clay soi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andy soil after long-term straw 

carbonization and returning to the field in the acidic red soil area of South China,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ong-term 

stability. Organic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paddy soils was greater than in upland, but the stability of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lower 

than in upland soils.  

Key words: Biochar; Soil texture; Tillage management;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Organic carbon molecular structure 

土壤有机碳库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

库 [1]，其中农田系统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占比达到了

8%～10%[2]。然而，我国农田高度集约化的管理导

致土壤有机碳显著下降，耕层土壤碳密度仅为全球

平均值的 70%，其中旱地土壤碳密度仅为平均值的

1/3[3]，可见，我国农田土壤仍有较大的固碳潜力。

外源有机物质添加是土壤增碳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高碳量、分子结构稳定的生物质炭在土壤碳库储量

提升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4-5]。 

秸秆炭化还田是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然而，目前关于秸秆炭化还田土壤固碳功能的作用

效 果研 究报道 结果 却不尽 相同 。这主 要是 由于：

（1）制备原材料及条件（时间、温度等）不同导致

的生物质炭性质差异[6-8]。一般认为，活性碳组分较

少、微生物可利用性较低的生物质炭的土壤固碳效

果更好[7]。（2）土壤性质和水分、耕种等气候环境

不同影响了生物质炭的作用效果[9-10]。以土壤质地

为例，其作为土壤物理性质的重要指标，密切影响

着土壤通气透水性能，通过改变土壤碳周转调控土

壤有机碳库数量[11]。此外，Meta 分析结果表明，相

较于旱地等其他生态系统，施用生物质炭后 0～

60 cm 稻田土壤的有机碳含量增幅最为显著（75%～

128%）[7]。然而，上述研究主要围绕区域乃至全球

尺度综合分析，个案间的水热条件、作物品种及农

田管理差异较大，导致土壤性质的真实作用被气候、

耕种等因素掩盖。此外，现有秸秆炭化还田试验研

究大多基于单一土壤，一次添加的短期试验，缺乏

生物质炭连续还田的长效研究。秸秆等生物质资源

每年均有大量产出，从其农业资源化可持续利用的

角度，研究生物质炭连续还田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Wang 等 [9]发现实验时间少于半年的生物质炭分解

速率为 0.023 %·d–1，较持续时间超过 1 年的生物质

炭分解速率（0.005 %·d–1）快 4 倍多。说明在长期

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性质、耕作管理等因素是影响

秸秆炭化还田土壤固碳效应的关键因素。基于此，

本研究将在相同气候环境和水肥耕种管理下，揭示

不同土壤质地、水旱利用方式对生物质炭施用后土

壤固碳效应的影响差异。 

土壤有机碳储量实质上是土壤活性、惰性碳库

数量的综合反映。通常认为惰性碳较难分解，其含

量变化更适合作为土壤固碳的反映指标[12-13]。由于

土壤活性、惰性碳库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等多种手

段分离，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了生物质炭还田对土壤

碳组分的影响[5，12，14]。近年来，13C 固态核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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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 13C solid-state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technology，13C solid-state NMR）以其无损化、定

量化的优势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土壤固碳研究领

域[15]。该技术主要基于化学位移理论从官能团角度

定量分析土壤有机碳化学结构，可明显区分活性、

惰性碳组分，进而分析土壤有机碳含量及稳定性的

变化。虽然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关注秸秆炭化还田对

土壤官能团结构的影响，但在近似一致的气候以及

水肥耕种管理措施等环境条件下长期秸秆炭化还田

土壤有机碳累积数量和结构对土壤性质、耕作管理

等的响应差异并未明确。 

酸性红壤是我国重要的热带亚热带土壤资源[16]，

红壤区施用生物质炭的土壤改良与固碳减排作用已

被学界所熟知，然而，对不同土壤类型下秸秆生物

质炭的固碳效应大小及差异的原因仍缺乏研究。本

文依托研究团队 2011 年 6 月在中国科学院常熟农业

生态实验站宜兴基地建立、秸秆生物质炭每季连续

施加的土柱定位试验，以该试验中取自南方酸性红

壤区的第四纪红黏土、第三纪红砂岩母质发育的两

种水稻土和两种旱地土为对象，利用 13C solid-state 

NMR 技术结合常规理化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了秸秆

生物质炭连续施用（11 年）后各土壤有机碳数量、

官能团结构特征，比较分析土壤有机碳数量、结构、

稳定性指标与土壤性质之间的关系，以期明确长期

施加秸秆生物质炭对不同土壤类型固碳效应的影响

差异，为南方酸性红壤区秸秆资源的农田合理利用

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与生物质炭 

供试土壤取自江西省鹰潭市，分别为第四纪红

色黏土和第三纪红砂岩发育的旱地红壤（QU、TU）

及这 2 种红壤发育的水稻土（QP、TP）。供试土壤 0～

20 cm 理化性质见表 1。供试生物质炭来源于宜兴水

稻田的稻杆，是在 500 ℃条件下由沼气为热解能源的

秸秆炭化炉热解 8 h 制备而成，该方法可将约 1/3 的稻

秆转化为生物质炭 [17]。其基本理化性质为：灰分

27.00%、比表面积 118.00 m2·g–1、pH 10.40、阳离子

交 换 量 （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 ， CEC ） 19.40 

cmol·kg–1、全碳（Total carbon，TC）725.00 g·kg–1、

全氮（Total nitrogen，TN）9.46 g·kg–1。 

表 1  供试土壤理化性状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s 

供试土壤 

Tested soil 
pH 

阳离子交换量 

CEC/（cmol·kg–1）

土壤有机碳 

SOC /（g·kg–1）

全氮 

TN/（g·kg–1） 

黏粒 

Clay/% 

粉粒 

Silt/% 

砂粒 

Sand/% 

QP 5.24 11.3 21.8 1.79 32.1 37.0 30.9 

TP 5.15 8.0 16.4 2.08 10.0 19.0 71.0 

QU 5.04 10.6 7.3 0.65 39.9 27.7 33.1 

TU 5.39 6.05 4.24 0.42 16.2 16.8 67.7 

注：QP：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的水稻土，TP：第三纪红砂壤发育的旱地土，QU：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的旱地土，TU：第三纪红砂

壤发育的旱地土。下同。Note：QP：Quaternary red clay paddy soil，TP：Tertiary red sandstone paddy soil，QU：Quaternary red clay upland 

soil，TU：Tertiary red sandstone upland soil. The same below. 

 

1.2  秸秆炭化还田试验 

秸秆生物质炭定位土柱试验开始于 2011 年 6

月，试验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常熟农业生态实验站宜

兴基地（31°16′N，119°54′E）。采用回填土柱（内

径 38 cm、高 50 cm）方式，土壤略风干之后，除去

植物根系，碎石和其他杂物，过 1 mm 不锈钢筛，

按照表土（0～20 cm）、心土（20～40 cm）和底土

（>40 cm）分层依次装入土柱，土柱装有模拟地下水

补给的特殊装置。在实际生产中，该地区每季秸秆

生产量约为 7.5 t·hm–2，秸秆生物质炭炭化炉的产率

为 30%。据此测算每季施用 2.25 t·hm–2 相当于全量

秸秆炭化还田。本研究重点关于长期生物质炭添加

后的土壤固碳效应，为了更有效地反映生物质炭长

期施用对土壤固碳能力的影响，通过高倍生物质炭

还田（BC11.3）替代长时间尺度强化秸秆生物质施

用后的土壤固碳效果。试验设置 BC0、BC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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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1.3 三个处理，即每季秸秆生物质炭施加量分别

为 0、2.25 t·hm–2（全量秸秆炭化还田）、11.3 t·hm–2

（5 倍秸秆炭化还田），每个处理 3 个重复，共 36

个土柱。土柱中所涉水稻土（QP、TP）采用水稻

（夏）–小麦（冬）轮作；旱地土（QU、TU）采用

谷子（夏）–小麦（冬）轮作。 

该试验至 2022 年 10 月夏作季收获时已进行 23

季。试验期间，所有处理每季氮磷钾肥施用量一

致。每季氮肥（尿素）的施用量为 N 240 kg·hm–2，

用量按照基追比  3︰4︰3 比例分别在直播 /移栽

期、分蘖期和拔节期施用。磷肥（过磷酸钙）和钾

肥（氯化钾）的用量分别为 P2O5 40 kg·hm–2 和 K2O 

60 kg·hm–2，均做基肥施用。在下一季作物开始前，

将 0～20 cm 土壤挖出，将土、生物质炭和氮磷钾基

肥混匀后装柱。水稻为南粳 505 号，谷子为冀谷 19

号，小麦为宁麦 13 号。 

1.3  样品采集与指标测定方法 

考虑到土柱试验中土量有限，于 2022 年 10 月

水稻/谷子季作物收割后用 2 cm 直径土钻分别在每

个土柱采集 3 钻 0～20 cm 土层土壤，混匀后装入密

封袋中全部带回实验室以用于后续分析。生物质炭

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测定参照文献[18]。土壤有机

碳 （ Soil organic carbon ， SOC ） 含 量 采 用

K2Cr2O7-H2SO4 外加热法测定；生物质炭全碳、土

壤全氮用碳氮分析仪（GmbH，Hanau，德国）测

定；土壤酸碱度（pH）用 pH /离子浓度 /电导率多

参 数 测 试 仪 （ Mettler Toledo ， Greifensee ，

Switzerland）按水土比 2.5︰1（w/v）测定；阳离子

交 换 量用 氯化 铵 –乙酸铵 置 换法 测定 ； 土壤 容重

（Bulk density，BD）、田间持水量（Field capacity，

FC）、土壤总孔隙度（Total porosity，TP）用环刀法

进 行 测 定 ； 土 壤 粒 径 用 激 光 粒 度 分 析 仪

（LS13320，Beckman Coulter，CoUSA）测定，土壤

质地采用美国制粒径分级标准，砂粒 0.05～2.00 mm、

粉粒 0.002～0.05 mm、黏粒<0.002 mm[19]。 

土壤有机碳官能团采用 13C 固态核磁共振技术

进行分析。分析前土壤样品进行氢氟酸预处理，具

体参照 Skjemstad 等[20]的方法。处理后的样品用在

Bruker Avance 400 MHz 核磁共振仪上测定（测试参

数：光谱频率 100 MHz，旋转频率 5 000 Hz，接触

时间 2 ms，循环延迟时间 3 s）。不同功能基团面积

积分用 MestReNova14.0.0 软件进行。根据以往研

究，将 13C solid-state NMR 波谱测定出的有机碳功

能基团分为 4 类主要官能团区（表 2）[15，21]。 

表 2  13C-固态核磁共振技术测定有机碳官能团及相应的大分子化合物 

Table 2  Organic carbon functional groups and corresponding macro-molecular compounds identified by 13C solid-state NMR 

化学位移 

Chemical shift/ppm 

官能团 

Functional group 

大分子化合物质 

Macro-molecular compounds 

0～45 烷基碳 Alkyl C 长链脂肪族、蜡质、角质、软木质 

Long chain aliphatic，waxes，cutin，suberin 

45～60 甲氧基/含氮烷基碳 

Methoxyl/N-alkyl C 

氨基酸、木质素 Amino acids，lignin 

60～90 碳水化合物类碳 

Carbohydrate C 

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等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s such as cellulose and hemicellulose 

90～110 

烷氧碳 

O-alkyl C 

双氧烷基碳 

Di-O-alkyl C 

半纤维素 Hemicelluloses 

110～140 碳取代芳基碳 

C substituted aryl C 

单宁、木质素 Tannin，lignin 

140～160 

芳香碳 

Aromatic C 

氧取代芳基碳 

O substituted aryl C 

单宁、木质素、软木质 Tannin，lignin，suberin 

160～220 羰基炭 Carbonyl C 酰胺、脂、酮、醛 Amide，ester，ketone，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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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分析 

土壤有机碳密度（Soil organic carbon density，

SOCD，kg·m–2）： 

 
 SOCD=10–2×SOC×BD×H    （1） 

 
式中，SOC 为土壤有机碳含量（g·kg–1）；BD 为土

壤容重（g·cm–3）；H 为土壤深度（cm）。 

烷基碳/烷氧碳比（Alkyl C / O-alkyl C，A/O-A）[15]： 

 
 A/O-A=C0～45ppm/ C45～110ppm     （2） 

 
土壤疏水性指数（Hydrophobicity index，HI）[22]：

  
HI=（C0～45ppm＋C110～160ppm）/（C45～110ppm＋C160～220ppm）

 （3） 

 
芳香度（Aromaticity）[23]：  

 
 Aromaticity=C110～160ppm/（C0～45ppm＋C45～110ppm＋ 

C110～160ppm）          （4）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6、SPSS19.0 进行数据

处理和绘制图表。不同处理土壤理化性质、土壤有

机碳密度、有机碳官能团比例等数据进行单因素方

差 分 析 （ One-way ANOVA ） 和 双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Two-way ANOVA）进行检验（P<0.05）。应用主成

分分析对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有机碳官能团比

例进行分析，可视化通过 Origin 2022 完成。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土壤环境因子与土壤有机碳含

量和有机碳官能团结构指标的相关关系，可视化通

过 Origin 2022 完成。采用冗余分析判断土壤有机碳

含量和有机碳官能团结构指标的关键环境因素与解

释度，可视化通过 Canoco 5 完成。 

2  结  果  

2.1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理化性质和作物生

长状况 

生物质炭连续施用对土壤理化性质和作物生长

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表 3）。与 BC0 相比，BC11.3 显

著提高了 SOC（205%～711%）和 FC（14%～79%），

降低了 BD（4%～27%）。施用生物质炭并未显著提高

水稻土（QP、TP）的 pH、TP，对旱地土（QU、TU）

而言，pH 分别提高 0.67、0.66 个单位，总孔隙度分别

提高 18%、32%。BC11.3 处理的 TP、QU、TU 的作

物生长状况均优于 BC0 处理，籽粒产量分别增加了

0.12～1.30 t·hm–2，秸秆生物量分别增加了 1.37～

1.80 t·hm–2。然而，连续秸秆炭化还田后 QP 的籽粒产

量、秸秆生物量分别减少了 2.46 t·hm–2、1.69 t·hm–2。 

表 3  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不同处理的土壤理化性质、作物产量和秸秆生物量 

Table 3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crop yield and straw biomas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ft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biochar 

土壤 

Soil 

处理 

Treatment 

有机碳 SOC/ 

（g·kg–1） 
pH 

容重 BD/ 

（g·cm–3） 

田间持水量 

FC/% 

总孔隙度 

TP/% 

籽粒产量 

Yield/ 

（t·hm–2） 

秸秆生物量

Straw 

biomass/ 

（t·hm–2） 

BC0 49.87±1.96a 6.32±0.10a 1.00±0.23b 46.88±9.63a 53.60±3.49a 7.89±1.24a 8.61±0.79a QP 

BC11.3 186.95±24.95a 6.47±0.04a 0.95±0.16a 53.55±18.8a 55.87±11.07a 5.43±0.21a 6.92±0.88a 

BC0 34.46±5.17b 6.12±0.11a 1.09±0.08ab 41.51±3.67ab 52.54±1.90a 5.01±1.43b 6.47±2.47a TP 

BC11.3 105.02±29.26b 6.13±0.10a 0.80±0.17a 66.10±16.71a 55.24±7.02a 5.12±1.25a 7.85±0.54a 

BC0 9.78±0.77c 4.77±0.32b 1.20±0.08ab 34.55±2.71bc 46.54±2.00b 1.85±0.57c 2.26±0.11b QU 

BC11.3 54.84±6.18c 5.44±0.12b 0.95±0.09a 46.33±2.75a 54.90±2.72a 3.15±0.10b 4.06±0.31b 

BC0 5.76±0.56c 4.84±0.26b 1.28±0.09a 27.21±4.42c 41.54±3.32b 2.01±0.41c 2.96±0.58b TU 

BC11.3 46.74±2.79c 5.50±0.34b 0.98±0.15a 48.83±7.13a 54.84±5.11a 2.77±0.63b 4.32±1.56b 

注：平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同一处理下不同土壤间差异显著（P＜0.05），下同。Note：The data in the table are means ± SD（n=3），

differen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oils under the same treatment（P<0.05）. The same below. 



1440 土    壤    学    报 62 卷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2.2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有机碳密度 

土壤质地、水旱利用方式及二者的交互作用

对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有机碳变化均有显著影响

（P<0.001）（表 4）。相较于 BC0 处理，QP、TP、

QU、TU 土壤 BC11.3 处理 0～20 cm 土层土壤有

机 碳 密 度 平 均 增 幅 分 别 为 25.22、 8.67、 8.07、

7.58 kg·m–2。偏黏质土壤的有机碳密度均高于砂质

土壤，水稻土的有机碳密度均高于旱地土，且以

第四纪红黏土发育的水稻土（QP）有机碳密度增

幅最显著（图 1）。  

表 4  土壤有机碳密度增值的土壤质地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Table 4  Two-way ANOVA ofsoil texture and land-use pattern for value-added SOCD 

效应 Source of effects 
平方和 

Sum of squares（SS） 

自由度 

d.f. 

均方 

Mean square（MS） 
F P 

土壤质地 Soil texture（Ⅰ） 54.438 1 54.438 54.274 <0.001 

土地利用方式 Land-use pattern（Ⅱ） 62.380 1 62.380 62.193 <0.001 

土壤质地×土地利用方式（ ×Ⅰ Ⅱ） 48.395 1 48.395 48.249 <0.001 

 

 

注：不同字母表示同一生物质炭用量处理下不同土壤间差

异 显 著 （ P<0.05）。 Note：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oils under the same treatment（P<0.05）.  

 
图 1  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不同土壤有机碳密度差异 

Fig. 1  Differences in SOCD of different soils aft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biochar 

2.3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不同土壤有机碳结构差异 

施用生物质炭后，土壤有机碳官能团发生明显

变化，四种土壤主要吸收峰区域由 δ=60～90 ppm 转

移至 δ=110～160 ppm，说明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土

壤有机碳组成由以碳水化合物碳为主转为以芳香碳

为主（图 2）。相同耕作条件下，不同质地土壤烷基

碳、烷氧碳、芳香碳、羰基碳比例，A/O-A、HI 和

芳香度等有机碳稳定性指标均无明显差异（表 5）。

水稻土（QP、TP）的烷基碳、烷氧碳比例分别较旱

地土（QU、TU）高 0.73%～5.28%、2.63%～6.04%，

芳香碳比例降低了 2.52%～10.01%，但处理间不显

著。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不同土壤的 HI、芳香度

显著提高；QP、TP、QU、TU 的 HI 增幅分别为 133%、

105%、163%、203%，芳香度增幅分别为 36.65%、

32.58%、37.36%、40.64%。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显

著影响土壤有机碳结构的稳定性（表 6），且与水稻

土相比，长期施用生物质炭旱地土的有机碳结构的

稳定性变化更显著。这说明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旱

地土的有机碳稳定性高于水稻土，且以第三纪红砂

壤发育的旱地土有机碳稳定性最高。 

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不

同质地和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有机碳官能团结

构差异。第 1 和第 2 主成可解释 BC0 处理下土壤有

机碳结构变异性的 79.8%，主要是烷基碳、碳水化

合物碳、碳\氧取代芳基碳比例的变化（图 3a）。前

2 个主成分可解释 BC11.3 处理下土壤有机碳官能团

结构变异性的 83.7%，PC1 主要变化官能团为烷基

碳、碳\氧取代芳基碳（图 3b）。基于第一主成分，

不同耕作管理之间的土壤有机碳官能团结构差异明

显；而不同质地间有机碳官能团差异不显著（图 3c，

图 3d）。  

2.4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固碳效应的关键驱

动因子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图 4a），SOC 与

pH、FC、TP、Silt 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 BD

显著负相关（P<0.01）。Carbonyl C、Alkyl C、O-alkyl 

C、Aromatic C 与 BD 显著正相关（P<0.05），Carbonyl 

C 与 pH、FC、TP 显著负相关（P<0.01）。HI、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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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 BD 显著负相关（P<0.01），与 FC、TP 显著正

相关（P<0.05）。 冗余分析显示（图 4b），pH、BD、

FC、TP 是影响土壤固碳效应的重要土壤因子，对土

壤有机碳及其有机碳官能团稳定性指标变异的解释

率为 57.31%。综上，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 pH、容

重、田间持水量、总孔隙度和粉粒含量是影响土

壤有机碳含量、土壤疏水性指数和芳香度的主要

因素。  

3  讨  论   

3.1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理化性质和作物产

量差异 

生物质炭因其具有丰富的孔隙结构、大的比表

面积、高含碳量以及亲水性强等优良特性，施入土

壤后能改变土壤理化性质。然而，生物质炭对土壤

理化性质因质地和土地利用方式而异。本研究表明，

长期施用生物质炭降低了土壤容重，且在砂质土中

的效果略强于偏黏质土。颜永毫等[24]研究发现，生

物质炭对田间持水量的提高程度与土壤黏粒含量存 

在负相关关系，本研究也表明，在砂质土中施用生

物质炭后田间持水量的增幅大于偏黏质土。此外，

旱地土的有机质含量匮乏，生物质炭的施用显著提

高了有机质含量，改变了土壤胶体状况，从而相对

增大了土壤总孔隙度和保水性能。相比于旱地土，

生物质炭施用对水稻土 pH 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

水稻土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缓冲能力有关[25]。 

生物质炭可通过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从而影响作

物产量[26]。生物质炭添加至旱地土壤中显著增加了

作物产量，这与 Jin 等[27]报道的 5 a 田间试验下不同

用量的生物质炭均能提高旱地红壤的作物产量相一

致。然而，长期生物质炭施用后，水稻产量无显著

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土壤容重下降导致水稻根部与

土壤接触减少，限制了水与养分的运输[28]。此外，

相比于旱地土，水稻土可能会因为较慢的碳损失和

大量氮损失（硝态氮淋溶和反硝化作用）导致 C/N

高，作物与微生物竞争氮素，降低氮对作物的有效

性，从而影响作物产量[29]。综上所述，从土壤理化

性质和作物产量对长期施用生物质炭的响应而言，

生物质炭对砂质土和旱地土的改良效果较好。 

 

图 2  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不同土壤有机碳的 13C 固态核磁共振谱图 

Fig. 2  13C solid-state NMR spectra of SOC in different soils aft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biochar 



1442 土    壤    学    报 62 卷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5 期 杨  馨等：南方酸性红壤区长期秸秆炭化还田的土壤固碳效应差异 1443 

 

http://pedologica.issas.ac.cn 

表 6  土壤质地和土地利用方式对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疏水性和芳香度指数变化影响的方差分析 

Table 6  ANOVA on the effect of soil texture and land-use pattern on the change of HI and Aromaticity indicators after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biochar 

F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土壤质地 

Soil texture（Ⅰ） 

土地利用方式 

Land-use pattern（Ⅱ） 
土壤质地×土地利用方式（Ⅰ×Ⅱ）

疏水性指数 

Hydrophobicity index 

0.087 12.861** 3.396 

芳香度 Aromaticity 0.058 7.075* 4.985 

注：*和**分别代表在 0.05 和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Notes：*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t 0. 05 and 0. 01 levels，respectively． 

 

 

注：a）、b）分别为 BC0、BC11.3 处理的成分载荷图，c）、d）分别为 BC11.3 处理的成分分析图。Note：a）is a plot of component 

loadings for the BC0 treatment，and b）is a plot of component loadings for the BC11.3 treatment. c）and d）are the component analysis plots 

for the BC11.3 treatment. 

 
图 3  长期施用生物质炭后土壤有机碳化学结构主成分分析 

Fig. 3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SOC after long-term biocha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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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和**分别代表在 0.05 和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b）实心箭头代表土壤有机碳及官能团结构特征，空心箭头代表环境因

子。Note：a）*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at 0. 05 and 0. 01 levels，respectively，b）Solid arrows represent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 and its functional groups，and hollow arrows represent environmental factors. 

 
图 4  土壤有机碳相关指标与土壤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分析（a）和冗余分析（b） 

Fig. 4  Correlation analysis（a）and redundancy analysis（b）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related indicators and soil environmental factors 

3.2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的固碳效应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生物质炭中稳定的有机

碳通过物理混合的方式直接增加土壤有机碳数量

和改变其化学组成，共同参与生物地球化学碳循环

过程。本研究发现，在土壤固碳量方面，相同种植

利用方式下，偏黏质水稻土有机碳密度大于砂质

水稻土，旱作利用时则不受质地的影响；供试两

种水稻土有机碳密度均大于旱地。在土壤有机碳稳

定性方面，相同耕作管理条件下，不同质地土壤有

机碳稳定性无显著差异；旱地土的有机碳稳定性高

于水稻土。 

土壤有机碳库数量差异实际上是土壤中有机碳

输入与分解两个过程动态平衡的体现[30]。如上所述，

偏黏质土背景下生物质炭持续输入后的土壤有机碳

增幅要显著高于砂质土。由于本研究不同处理的生

物质炭施用量（即人为外源有机输入）保持一致，

所以不同土壤性质差异导致的土壤有机碳分解在本

研究中尤为重要。土壤有机碳分解主要受土壤本底

有机碳矿化、吸附解吸等过程的影响。就土壤类型

而言，Fang 等[31]基于始成土、新成土、氧化土和变

性土等进行为期一年的生物质炭添加培养实验后发

现，黏粒含量大于 20%的氧化土土壤有机碳矿化程

度最低。这表明高黏粒含量可能更有利于土壤有机

碳固存。这一现象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砂质

土的活性矿物含量少，矿物–有机复合体对 SOC 的

保护作用较弱，生物质炭施入促进了土壤有机碳分

解[32]；另一方面，黏质土的高粉黏粒比例意味着其

对土壤有机碳的吸附能力更强，促进土壤有机碳的

积累[33]。此外，生物质炭的施用会促进土壤团聚体

的形成，但相比于偏黏质土，质地较粗且有机质贫

乏的土壤的团聚体改良效果较差，不利于有机碳固

持[32]。有研究发现，烷基碳由于原位合成或选择性

保护导致分解较慢，是最难降解碳组分[34]；而黏粒

含量较高的土壤可以通过吸附和固定更多的烷基碳

组分形成碳骨架，进而提高土壤有机碳固持能力[35-36]。

此外，黏土矿物与可溶性有机碳易形成有机-矿质复

合体，矿物结合碳的疏水性得到增强，从而降低微

生物对有机碳的分解 [31]。本研究结果也表明，QU

的烷基碳比例（13.29%）高于 TU（11.30%）。TP

的 A/O-A 比值高于 QP，表明 QP 的有机碳分解程度

低于 TP（表 5）。这可能是相同耕作管理模式下，

第四纪红黏土的有机碳密度显著高于第四纪红砂土

的原因。然而，本研究发现，土壤质地差异虽然改

变土壤有机碳库数量，却难以影响土壤有机碳结构

稳定性。相关性分析和冗余分析也表明，秸秆炭化

还田后土壤有机碳含量与粉粒含量显著正相关，而

土壤稳定性指标与土壤砂粉黏含量并没有显著相关

性。尽管 HI 和芳香度与 BD、FC 和 TP 均表现出相

关性，但在同一土地利用方式下偏黏质土与砂质土

的上述理化特性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土壤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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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对有机碳结构稳定性无显著影响（表 6），可能

是由于在近似一致的气候和耕种管理措施的条件

下，长期生物质炭还田后土壤背景属性差异的作用

逐渐减弱，导致微生物碳源利用方式趋同。综上，

偏黏质土可能由于其黏土矿物更丰富、吸附性能强

更有利于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的土壤有机碳固持，

但并不会影响土壤有机碳结构特征。 

此外，在相同质地背景下，水稻土和旱地土对

生物质炭的固碳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长期秸秆炭

化还田后水稻土的土壤有机碳密度较旱地土显著增

加（图 1）；这与 Bi 等[26]前期五年连续施用秸秆生

物质炭后的土壤有机碳变化结果相同。虽然本研究

中水稻土和旱地土的作物类型不完全一致，作物根

系及其分泌物的额外碳输入差异可能也会影响土壤

固碳结果；但本研究采用的土柱试验，作物根系残

留物及其分泌物所引入的有机碳量占每年大量秸秆

生物质炭输入的有机碳量有限。因此，在生物质炭

量施入一致的前提下作物类型对两种土壤的固碳效

应影响较为有限。可见，水稻土中土壤有机碳分解

量低于旱地可能仍是长期生物质炭还田后水稻土有

机碳增幅显著的主要原因。刘志伟等[37]通过室内培

养试验分析一次性等量施用秸秆生物质炭 20 t·hm–2

后旱地和水田土壤有机碳矿化差异后发现，水田的

土壤有机碳累计矿化率显著低于旱地的 9.2%，这说

明外源碳输入后，水稻土的有机碳分解速率可能弱

于旱地。稻–麦轮作系统土壤中好氧–缺氧循环还会

促使铁氧化物与有机物相结合，减缓土壤有机碳的

分解[38]。研究表明烷基碳来源于蜡质、角质和长链

脂肪族等大分子化合物，其疏水性与其中某些非极

性脂类物质的存在密切相关[21]，与 TU 相比，BC11.3

处理的 TP 显著提高了烷基碳组分含量，烷基碳的

留存增大了土壤有机碳的疏水性，进而增强了 TP

土壤的碳封存。生物质炭通过影响土壤理化性质以

及生物质炭在土壤中的降解过程，直接或间接改变

了与碳循环相关的微生物群落组成[37]，从而影响土

壤有机碳含量及组成。与旱地土相比，水稻土由于

硝态氮淋溶和反硝化损失导致更大的 N 损失[29]，水

稻土 C/N 可能过高，降低了微生物的活性。由于擅

长分解难分解有机碳的 k 型微生物多为真菌，而真

菌大多在偏酸性（pH 为 5～7）的境中最适宜生长[39]。

本研究中，土壤 pH 与 SOC 有着极显著正相关关系

（图 4），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 QU 和 TU 的 pH 分别

由 4.77 变为 5.44、4.84 变为 5.50，使真菌的生存环

境更为适宜，提高了真菌的多样性及丰度，促进土

壤有机质矿化。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 QP、TP 土壤

的 pH 分别为 6.47、6.13，Malik 等[40]研究发现高 pH

土壤（>6.2）有更高的微生物生长效率，通过对底

物的高效利用增加了微生物生物量，群落储存土壤

有机碳的能力增强，可能相对促进了 QP 土壤有机

碳积累。此外，相较于 BC0，BC11.3 的 QP 土壤有

机碳密度平均增幅为 25.22 kg·m–2，显著高于 TP、

QU、TU。这可能是由于 QP 同时受到土壤质地和土

地利用方式的双重积极作用影响，厌氧条件下微生

物活性低、缺氧–好氧循环导致离子（如铁–碳）耦

合吸附作用增加，土壤团聚体有机碳保护能力增强，

有机碳矿化损失下降。 

本研究表明，长期生物质炭施用显著增强了旱

地土有机碳的化学稳定性。微生物更倾向于选择易

分解有机碳作为碳源，当活性有机质被耗尽时，其

他相对稳定的土壤有机碳才会被分解[38]，然而，生

物质炭碳利用有效性很低，有研究表明，生物质炭

施加三年仅有 4.5%的碳以 CO2 的形式被消耗[41]。

BC11.3 的旱地土芳香碳组分含量高于水稻土，水稻

土的碳水化合物类碳显著高于旱地土，进一步表明

在旱地土中长期施用生物质炭促进了碳代谢，而被

微生物难以利用的芳香碳组分富集，这可能是其增

强碳库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机制。此外，水–旱交替容

易造成团聚体的裂解从而释放被物理保护的可溶性

有机碳[32]，可能会导致水稻土壤有机碳稳定性变弱。

孔培君等[42]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旱地红壤施用

秸秆生物质炭 9 a 后微生物群落结构分析显示，部

分与碳循环相关的真菌多样性及丰度增加，促进了

土壤有机碳的分解强度，有效磷、碱解氮、速效钾

等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重要因素。秸秆炭化还

田显著改变土壤的理化性质，促进了碳周转从而间

接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稳定性。本研究的相关

关系也证明了土壤 pH、BD、FC、TP 等性质对土壤

有机碳含量和稳定性影响显著（图 4）。土壤有机碳

含量更低的土壤容易富集难分解性碳组分[43]，这可

能是导致 TU 土壤有机碳稳定性略强于 QU 的原因。

然而，本研究并未对水稻土和旱地土中土壤–作物–

环境碳收支进行全面综合评估难以刻画生物质炭土

壤固碳的真实效应。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水田、旱

地土壤有机碳库差异的驱动机制也需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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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土柱尺度分析了相同秸

秆生物质炭投入和耕种管理及气候条件下土壤有机

碳数量、结构、稳定性指标与土壤性质之间的关系，

明确了不同酸性红壤上秸秆炭化还田后土壤固碳效

应差异。然而，土壤有机碳库变化作为碳输入–输出

的综合反映，仍需要通过对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土

壤–作物–大气全链条碳收支的综合评估明确生物质

炭的土壤固碳效果。此外，土壤有机碳周转受微生

物活动影响显著，不同土壤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微

生物的碳利用策略变化仍需进一步证实，从而明确

外源生物质炭长期连续输入后不同土壤理化性质–

微生物活性–土壤碳周转的相互作用机制，为秸秆生

物质炭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4  结  论   

长期秸秆炭化还田能够影响土壤理化性质，提

高土壤有机碳密度，并改变土壤有机碳官能团结构

特征。pH、BD 和 FC 等物理指标是影响土壤有机碳

含量的重要因素。土壤质地、土地利用方式及其二

者的交互的作用均会显著影响生物质炭的土壤固碳

效应。相较砂质土，偏黏质土更有利于土壤有机碳

固存，但不同质地土壤的有机碳结构稳定性无明显

差异。长期秸秆炭化还田后，与旱地土相比，虽然

水稻土的土壤固碳量更高，但土壤有机碳稳定性较

低。由此可见，土壤质地和耕作管理对添加生物质

炭后的土壤固碳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域乃至全

国尺度生物质炭还田时应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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